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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基层干部会有这种想法?

记者：你怎么看《透视江西宜

黄强拆自焚事件》这篇文章？

宋亚平：他说的话反映了全

国特别是第一线搞操作的党政官

员的真实想法。网上很多帖子骂

他。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

什么基层干部会有这种想法？

况且，在干部以GDP论英雄

的考核制度下，他怎么办？他过不

了关，就无法向上级党委和广大

人民群众交待；如果不发展经济，

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建设，他

负责的地区就不会有财政收入。

没有财政收入，就没有解决矛盾

问题的基本手段。干部职工，包括

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这

个官怎么当？没办法当。

所以干部拼命要发展，一有体

制的原因，二有现实层面的原因。

我在咸安当区委书记时，刚
开始的财政收入是3500万。过了4

年，等我走时有2 . 6亿，翻了几倍。

咸安区的财政供养人口有1 . 1万

人，官员有一千多人，教师有九千
名。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老师都

是财政供养人员，我要养他们。如

果没钱，我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

出来，我必须绞尽脑汁。

记者：回到“宜黄强拆自焚”

案子上，你的看法是什么？

宋亚平：当年农村税费改革之

前，安徽作家陈桂棣夫妇写了一本

书———《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给
大家一个印象：(安徽)县乡两级干
部向农民催谷子，赶租子，拆房子，

要票子。可是，等农村税费改革完

成以后，还有这种现象吗？没有了。

可还是这帮干部，还是这批人在这

个位置上。这说明了什么？——— 根

子问题在体制和机制上。干部当年

为什么要向农民征收那么重的赋

税？是因为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规

定，县乡两级财政主要收入是由农

民来缴纳。但是农民在农业上没有
赚钱，要再上缴繁重的税费，他就
没法过日子。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经常死人。

记者：你所说的根子问题的

具体表现是什么？

宋亚平：第一，在发展是硬道

理的情况下，以GDP论英雄的干部
管理体制，是无情的指挥棒，调动

所有干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

第二，是我们的政府主导经
济发展模式。在正规的市场经济
理论里，政府是一个裁判规则的

制定者和监督者。但在中国，政府
是第一责任人。这种由政府主导

经济建设的模式，决定了政府权

力无所不在。中国现在是全被政

府扛在自己的肩上，这就把政府
一下子推到前面，再没有退路。

第三，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目

前几乎是一切朝钱看。这里面既
有个体，也有群体；既有农民代

表，也有市民代表。包括不少富人

阶层、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内，亦难

以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
的利益关系。

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为什么这么强势？

记者：看到宜黄自焚者家属、

钟家姐妹上访在机场被截，被人跟

踪，自焚者尸体被强行火化时，你
有什么感想？

宋亚平：原来我搞企业，在社

会最底层，可以说受尽了有关部门

工作人员的欺压与凌辱。后来我当

地方官，就知道政府在很多问题上

为什么这样强势。我想我可以站在

比较客观公正的角度说话。

宜黄这件事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 怎么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与

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

政府把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的这

种模式，再不能维持下去了。政府
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应有一个
明确的责任边界。现在有一个现
象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即很多官

员十分崇拜甚至高度迷信政府的

行政权力，认为只有政府主导下
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才是效
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无论什么事

情，只有政府亲自抓在手里才能

办得成。

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些问题，就
必须要通过制度改革，另辟蹊径。

这就对政府自身的职能转换和政

府的行为方式，提出了非常严峻的

挑战——— 政府要革自己的命。

宜黄这件事当然属于坏事，充

分暴露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但在很

多人看来，只能算是他们书记、县
长不走运，被媒体捅出来了。没有

捅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体

制不变，今天出了“宜黄”，明天还

会出另一个“宜黄”。

为什么“强拆”事件大都出现在城中村？

记者：1991年中国拆迁条例出

台。那时你正好在海南洋浦开发

区做拆迁办主任。有人说拆迁在

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现在正

处于“后拆迁时代”。

宋亚平：过去拆迁不存在这
些问题。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房地

产这一说，更没有现在这么火，很

少人认为这是能赚钱的。

那时对社会公益用地的把握
也比较明确而严格，如建设学校、

医院、修筑公路、铁路等等。工矿

企业也是国有的，一切都犹如“肉

烂在锅里”。农民土地被征之后，

一般可以由村集体再重新调整。

所以，1991年以前，很少出现强拆
这个问题。

现在不一样了，政府运用行
政权力很便宜地把土地从农民手

中征过来，马上以高出数倍甚至

几十倍的价格，再卖给房地产开

发商盖成房子。然后，开发商又以
更高的房价收获巨额暴利。这自

然使大众觉得，征地拆迁的结果，

总是在为富人创造大发横财的机

会。

与开发商获得的巨额暴利相
比，农民得到的连个零头都算不
上。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

会的和谐。如果社会不公平、不正
义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发展越快，

问题越多，危险越大。

记者：你怎么看征地拆迁过

程中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

宋亚平：我总在想，那些边远

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由于

受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的制

约，他的地卖不出去。别说30万

元，就算3万元也没人敢要。这些
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的土地，

之所以能卖到30万元一亩，完全

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你

的土地升值所产生的好处，是不
是应该考虑通过某种政策与法律

的规定，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平衡，

以保障全体农民都能够共享改革

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

为什么绝大多数严重强拆甚

至导致人命案的事件，都出现在

城郊村、城中村、园中村，或者是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

方，在广大的边远农村基本上没

有。这是不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问题？反映的是不是农村内部新
的不公平？

记者：可我们也知道，有些农

民拿不到他应拿到的那部分拆迁

款。

宋亚平：现在，一般程序是这
样，政府用自己的财政资金，不够

就到银行贷款，成立一个土地储

备公司，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过

来。然后再三通一平，卖给开发
商。这里就存有一个问题，政府很

可能形成债务。政府一时掏不出

那么多钱，就可能在征地拆迁的

费用支付中出现拖欠，拖欠到最

后，真正的余款能不能到达农民

手中？

各地都在拼命发展，强拆怎么得了？

记者：你怎么看目前的土地

“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政策？

宋亚平：工业要加速，城市要
扩张，必须得拥有土地。由于近年

来国家一直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土地资源日益严重短缺。

各级地方政府要想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彰显政绩，就必须千方百

计突破用地指标匮乏的这个难

关。有了用地指标，就不愁招不到

项目，也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甚

至能够直接卖地变现。因此，当国

家提出“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政策
之后，立刻获得了全国各级地方
政府空前的衷心拥护。这样一来，

强拆就不仅仅在城市周围发生。

现在，全国所有农村都动起来了。

只要把分散的农民集中在一起，

把他们原有的村庄，复垦成耕地，

节约出来的面积就成了指标，这
个指标可以公开买卖，你说这个

强拆今后怎么得了？各地都在拼

命发展，强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记者：这种拆迁还有一些好听

的名目，比如“以承包地换社保”、

“以宅基地换房”等所谓“双置换”。

宋亚平：各种名堂都出来了。

说一千道一万，根本目的是打农

民土地的主意。很多地方政府，我

不客气地说，挂的是羊头，卖的是

狗肉。现在，“统筹城乡发展”在一
些地方变成了只“统”农民之地，

不“筹”公共服务。

宜黄自焚事件正是在这种环

境下发生的，具有深刻的时代背

景。 据《南方人物周刊》

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

追问“宜黄事件”

“根子问题在体制和机制上。”对于《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这篇流传甚广的千字文章，包括“没有强

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典型基层官员论点，宋亚平以一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予以解读。

宋亚平，1957年生，湖北省赤壁市

人，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

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之

一。

1986年，宋亚平获武汉大学历史

系硕士学位，分配到湖北省委研究室。

1988年，他辞去公职，到南方务工经

商。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

博士学位，研究清末风云人物张之洞。

1999年，在南方“商海”畅游十载的宋

亚平被湖北省委召回，出任中共湖北

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他以霹雳

手段，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

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等在内的十四

项改革措施，风生水起，湖北震动。

2004年1月，宋亚平调任湖北省委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负责“三农”政策

的宣传解释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调

查研究。2009年调任湖北省社会科学

院院长。

10月18日下午，宋亚平和湖北省某位地市级的

基层干部避开北京西单的繁华喧嚣，安坐在附近一隅，

一边喝茶，一边对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干部在网上

发表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谈论不休。

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有段文字令基层干部不
住地点头———“……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

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

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这位基层干部说：“不管怎样，这个人讲了一句

赤裸裸的大实话，就是表述得过于直白。”

他坦言，尽管暂无良策，但结局是强拆无疑，“我
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

这位基层干部的言论，包括“慧昌”在文中的

观点，正是已转型成学者的宋亚平所一直思索的。农

民、武大学生、省委干部、下海经商、读博士、上岸从

政，最后转为研究者的复杂人生经历，兼有底层弱势

人群、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使得宋

亚平对此问题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以GDP论英雄的干部管

理体制是无情的指挥棒，调

动着所有干部的思维模式与

行为方式。

■我觉得政府把什么都

扛在自己肩上的这种模式，

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这把政

府一下子推到前面，再没有

退路。

■宜黄这件事充分暴露了

传统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

不变，今天出了“宜黄”，明天

还会出另一个“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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